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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们常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为什么这样说呢？斯

塔夫里阿诺斯（Leften	 Stavros	 Stavrianos）的解释是：“我们每一代人都

需要重写历史，因为每个时代都会产生新问题，探求新答案。”希尔

（Christopher	Hill）也说：“每一代人都要重写历史，因为过去发生的事

件本身没有改变，但是现在改变了，每一代人都会提出关于过去的

新的问题，发现对过去都有一种新的同情，这是和他们的先辈所不

同的。”他们说得确实有道理，因为现在变了，人们看待自己的过去

的眼光也就变了。

在过去，“一代人”的时间通常被认为是二十年。如果是四十年，

那就是两代人的时间了。按照上面的说法，历史应当重写两次了。

在刚刚过去的四十年中（一九七八至二○一八），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

的巨变。这些变化如此之大，值得我们多次重写历史了。

在这四十年的诸多变化中，最引人瞩目的变化莫过于这期间所

出现的“中国经济奇迹”了。一九八六年，柏金斯（Dwight	 Perkins）

写道：“十八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

（包括苏联阵营）和北美，用了二百五十年的时间，才使得这些地区实

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 23%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今天的

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内使得世界另外 23%的

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他的这个预言，到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

从历史中发现中国奇迹的根源

李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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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变成了现实。在这四十年中，中国已发展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和世

界第一贸易大国。

今天的中国是过去的中国的延续，这种联系是割不断的。要真

正认识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必须回看过去，从历史中发现今天中

国经济奇迹的内在根源。而带着今天的新问题去看过去，历史才会

复活，展现出新的面相，正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说：“当生

活的发展逐渐需要时，死历史就会复活，过去史就变成现在的。罗

马人和希腊人躺在墓穴中，直到文艺复兴欧洲精神重新成熟时，才

把他们唤醒……因此，现在被我们视为编年史的大部分历史，现在

对我们沉默不语的文献，将依次被新生活的光辉照耀，将重新开口

说话。”带着新的问题去研究历史，就会看到诸多先前看不到的东

西，正如顾颉刚早在八十多年前就已说的那样：“现在用了新的眼光

去看，真不知道可以开辟出多少新天地来，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新

的工作可做。”在今天，情况更是如此。

在这四十年中，经济史学本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

由于各方面（特别是数码科技）的发展，各种史料大量出现，以致勒

高夫说：“历史学今天正经历着一场‘资料革命’。”同时，新的理

论和研究方法也层出不穷，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虽然这些新理

论、新方法最终是否可以成立尚需时间检验，但不可否认的是，它

们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研究手段，使我们能够做到刘子健所说的“史

采佳法”。

在过去四十多年中，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以“加州学派”的出现和“大分流”问题的持久讨论为标志，中国

经济史研究也进入了国际经济史学术主流，成为国际经济史学的一

个重要部分。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成果不断推出，新理论、新观点不

断涌现，大大改变了以往学界对中国经济史的认识，在一些方面甚

至颠覆了传统的共识，从而使得我们对历史上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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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更正确的了解。然而，这些新成果、新认识还主要局限在专业

的经济史学家的“圈内”，大多数“圈外”人士对它们知之甚少，甚

至完全不知晓。这种情况，对于今天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历史的努力，

起到非常消极的作用。

经济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向社会提供最新和最好的研究成

果，从而改进社会各界人士对于经济史的认识，从而使他们能够与

时俱进，用新的眼光去看过去。然而在这方面，经济史学界还未做

得很好，以致社会大众对中国经济史的看法，基本上还停留在四十

多年前的认识上。

海外关于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经历了几次重大变化，万志英教

授在《中国经济史》的导言里，对这些变化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大体而言，四十多年前西方世界与日本，以及中国台湾等地关于中

国经济史的基本认识，伊懋可（Mark	Elvin）做了总结和提炼，写成《中

国过去的模式》（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一书。在这本一九七三

年出版的重要著作中，他将这些认识进行系统化和理论化处理，并

有所发展，从而建立了一个关于帝制时期中国经济的主要特点和演

变的系统阐释，成为西方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史总体认识的主要解释

模式，奠定了海外认识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我

早年认真读过此书，受益良多。后来和其他几位学者将此书译为中

文，将由浙江大学出版社于近期出版。有意思的是，该书所描绘的

中国经济历史演变的轮廓，也和中国国内经济史研究的主流看法高

度契合。因此，此书可以说是四十多年前国际中国经济史界主流认

识的集大成者。该书出版后，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在过去的四十

多年中，不仅许多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该书的许多观点，而且

二十世纪末以来中外出现的许多有影响的新理论〔如八十年代中国学

界流行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超稳定系统”论、九十年代美国学界出现的中国

农业的“内卷化（亦作过密化）”论等〕，如果仔细来看，都可以看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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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过去的模式》的影子，或者说可以从《中国过去的模式》中追寻

到其学理的根源。然而，尽管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该书的基

本立论仍然建立在西方中心论的立场之上，把西欧的历史发展模式

作为讨论中国经济史演变的出发点。这个立场，在该书出版后的

四十多年里，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今天诸多学者（特别是年轻

一代的学者）已经放弃这种基本立场和建立在这种立场上的许多旧友

的“共识”了。我二○○三年在哈佛教书时，和学生一起讨论该书

的优缺点。学生对该书的立场和观点提出了直率的批评和质疑。我

把这些批评和质疑转发给伊懋可，他虽然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

同时也说该书是三十年前的研究成果，现在年轻一代能够提出批评，

他感到非常高兴。在学界，以“加州学派”为代表的许多经济史学家，

更对这种立场加以猛烈的批判。

令人遗憾的是，在过去四十多年中，虽然关于中国经济史研究

的成果不断推出，但像《中国过去的模式》这样一本既能够反映当

时的经济史学重大成果，又能够适合从大学生到专业研究者的广大

读者需要的中国经济通史，却一直未能出现。由于没有这样一部中

国经济通史，所以关于中国经济史的诸多已经过时乃至错误的观点，

今天依然广为流行，甚至成为大众心中不言自喻的“定论”。因此，

写出一部这样的著作，是国际中国经济史学界的当务之急。看到万

志英的这部新作，也为学界感到非常高兴，因为等待了这么多年，

学界今天终于有了这样一部著作。

万志英是一位非常勤勉的学者，早年从事宋代四川边疆历史研

究，后来他的研究领域逐步扩展到江南的城镇与民间信仰、中国的

宗教文化、中国的白银货币等，近年来更把自己的研究置于全球史

的框架之中。他关于中国货币白银化的研究，在国际经济史学界中

具有领先地位，成为公认的权威。由于具有这样的深厚功力，加上

他对西方和中国、日本学者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深切了解，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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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部新作，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满足了国际学界

对这样一部高水平的中国经济通史的期待。正如他在《中国经济

史》导言中所言，本书的跨度从青铜时代到二十世纪初，视野横跨

近三千年历史，目的就是力求填补这一方面的空白。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这一目标已经圆满达到。

写作这样一部著作，是一件高难度的工作。在过去四十多年中，

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空前活跃，对中国经济史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

阐释。这些阐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至对于中国历史中任何阶段的

主要问题，研究者几乎都难以达成共识。本书意在成为一部综合之

作，因此万志英在写作中，尽力实现论述的平衡与客观性。在任何

他本人介入学术争论并表达自己的倾向之处，他都尽量承认不同观

点，然后再来论证自己的主张。正如他所说：“我毫无疑问属于加州

学派，但这种从属只是方法上的，而非视其为教旨，所以我也希望，

在本书中我能够做到对相反观点的客观倾听。”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宽

广的胸襟，方使得本书成为一部可以使广大读者全方位了解中国经

济史研究的佳作。

早在四十多年前，时任英国历史学会会长的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撰文总结“二战”后国际历

史学的发展。他尖锐地指出：“近十五至二十年来历史科学的进步是

惊人的事实”，但是“根据记载，近来出版的百分之九十的历史著作，

无论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还是从概念体系来说，完全在沿袭着

传统。像老牌发达国家的某些工业部门一样，历史学只满足于依靠

继承下来的资本，继续使用陈旧的机器”。他说：在今天，“历史学

已经到达决定性的转折时期”，但是“历史学已经到了转折时期这个

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必定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也不一定意味着它

有能力抵制住诱惑，避免陷入歧途”。造成这种状况的最重要的原因，

他认为是由于历史学家“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因为“当前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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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当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是保守主义”，即“历史学家不会心甘情愿

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考”。

《中国经济史》的出版，不仅为专业的中国经济史学者开拓了眼

界，使他们中的许多人能够更好地摆脱“根深蒂固的心理障碍”和

“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的积习并且对他们工作的基本原理进行重新思

考”，而且万志英也以流畅的文字和平实的语言，使得广大历史爱好

者能够从中得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改善他们对于中

国经济史的认识。在本书的读者和潜在的读者中，最多的当然是中

国读者。因此本书中文版的出版，确是一件值得中国读者高兴的事。

（《中国经济史》，万志英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即出）

琅琊王氏之迁

刘 涛

北窗 读 记

琅琊王氏，东晋第一流高门大

族。《晋书》记载的琅琊王氏人物，

有两支。王祥同父异母弟王览一支，

人丁兴旺，所谓“览后奕世多贤才，

兴于江左”（《晋书·王祥传附弟王

览》）。如，王览孙王导乃晋室中兴

名臣；王览曾孙王羲之是“书圣”。

另一支是司徒王戎与从弟司徒王衍、

荆州刺史王澄，世系不详，三人与

王导同辈，并有清谈高名，皆卒于

西晋末年。

《晋书》所见琅琊王氏人物传

记，以亲缘关系串之，仅于《王祥

传》及《王戎传》记“琅琊临沂人”。

上世纪南京出土多方琅琊王氏墓志，

皆羲之叔父王彬一支墓志，所记籍

贯颇详：“琅琊临沂都乡南仁里。”

都乡，县治所在地，若今日之城关镇。

王祥、王览兄弟先世，《晋书》

追及西汉谏议大夫王吉。《汉书·王

吉传》记其籍贯为“琅琊皋虞人。”

皋虞县（今山东即墨市东北）西汉属

徐州琅琊郡，东汉划归青州东莱郡。

而临沂（今山东临沂市）在两汉皆

是琅琊郡属县。《新唐书·宰相世系

表》载：王吉“始家皐虞，后徙临

沂都乡南仁里”。王吉与子及孙卒于

西汉后期，皆葬皋虞，后人南迁临沂，

应在东汉时期。


